“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话语建构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传播方式，让国内及国外公众了解并熟知中国国家政策方针、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底蕴等，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家形象通过公众的解读与认识被逐渐扎根于心。在国际交往中，语言是交流的基础。语言本身是一个国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语言为媒介产生的话语具有建构功能，话语将影响其他国家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决定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因此合理提出国家政策方针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和倡议的提出为我国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增强了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1、 “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的提出有益于良好国家形象的塑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然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随着中国全面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对话与合作取代对立与对抗成为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基调，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国家政策是国际话语权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一国制定与实施的合理合法、互惠有效的内外政策，对于提升该国的国际话语权的效果最易显现，也是国家谋求国际话语权较容易有所作为的领域。所以，中国在大量引进西方话语的同时，也应具有创建“自己的话语”的意识和能力并输出自己原创而富有影响力的概念和话语，避免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陷入“人云亦云”的尴尬局面。

“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是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已有的双多边机制及区域合作平台，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其充分考虑我国和其他国家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表述易于被其他国家理解，避免了由于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话语意义缺失和理解差异，从而切实地提升了中国国际话语权并树立了良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中华文化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不仅对东亚地区的国家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对十七八世纪的西方文明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历史上，西方对古代中国形象的美化和认同，主要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和向往之上。因此，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推而广之，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具有积极作用。
丝绸之路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瓷器等商品，后来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因此借用古代“丝绸之路”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在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巧妙地与中国国家政策方针融会贯通，让世界更清楚明晰中国和平发展路线并快速接受中国所提出的外交新概念。

2、 针对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消极评价提出合理建议
尽管沿线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理念表现出了积极参与的愿望，但随着具体项目上的持续推进，“一带一路”理念也招致了国外媒体和学界的质疑。

把“一带一路”曲解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有外媒将其冠之“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热炒中国“野心”。事实上，“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从实施背景来看，“马歇尔计划”出现在冷战时代，从一开始就带着意识形态的浓厚色彩和分庭抗礼的对立气氛，而“一带一路”理念的提出则正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从实施目的来看，美国“马歇尔计划”是为了获得世界霸主地位，而“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在于加速实现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从参与方来看，马歇尔计划以美国为主导，受援国为附属地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外，而“一带一路”理念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欢迎任何国家加入。显然，将“一带一路”曲解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只会让国际公众误认为中国试图趁机向全球扩张，控制那些亟待完善基建又缺乏资金的贫穷国家。这不仅有违客观实际，也将危害该该理念的实施。
把“一带一路”歪曲为“能源掠夺”。2013年12月，“中吉乌铁路”被取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国担心通过建设这条铁路，中国获取吉尔吉斯斯坦国的资源更加便利。最近，以色列海尔兹利亚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中国通过在西亚投资基础设施，为获取中东石油并运回国内铺路。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沿途确实涉及多个重要能源资源国。但是，能源产业虽是亚欧大陆能源资源国的支柱产业，但这些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和内陆国家，资金、技术匮乏，海上运输困难重重。而中国通过建设“现代能源丝绸之路”，不仅可为这些资源国能源产业的现代化改造及产业链的延长提供重要支持，而且还能为内陆能源资源国进军亚太市场提供重要帮助。因此，从理念实施的本意看，“一带一路”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西方国家鼓吹的“能源掠夺”。
把“一带一路”误读为“遏制美国”。从“一带一路”理念的最初提出，关于“遏制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等中国“威胁论”就不绝于耳。例如，2014年1月18日，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指出“一带一路”真正的意图是要削弱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经过阿富汗的贸易和能源通道，以抗衡美国的亚洲轴心战略。

基于以上消极因素的分析，在对外传播时，我们应根据变化的世界格局及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对已有的传播理念、方式、策略进行适时转向。
弱化崛起理念，强化共享理念。在最近十几年里，“和平崛起”一直是我国在国际上表述自我身份的重要叙事框架。应该说，这种表述改善了中国一直以来所处的“沉默的他者”的话语处境。但同时，这种表述也以一种抗争性的崛起成为西方世界所恐惧的“强大他者”。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依然坚挺的现状，让西方国家的衰退感和对世界霸权主地位身份的焦虑感进一步扩大。因此，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应该摈弃既有的宣传思路，尽可能地弱化“崛起”理念，强化“共享”理念，尽可能少使用“桥头堡”“西进”等概念，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软性词汇。可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美政界、学界、商界等公共外交，强调“一带一路”是“经贸之路、和平之路”，所倡议的是合作性、开放性、非排他性和互利共赢性，淡化零和博弈及对抗色彩，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正能量，对世界各国来说将是长期的利好消息。

弱化政治色彩，强化文化吸引。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在他的软权力理论中谈到，把思想文化渗透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精神力量加以利用，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换言之，“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传播才是对外传播的最高境界。反观国际舆论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报道，我们发现，“‘一带一路’所潜在具有的文化功能被人为地割裂与剥夺，沦为一个硬梆梆的带有强烈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阻碍了它在全球的传播认同度”。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文化符号”，理应在对外传播时摆脱“唯政治论”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可加强各种形式的

文化对话，不断挖掘并发现中西文化中的共通之处，强调“世界文明”的共生理论，扩大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共识，并在人类的共有价值上争取他们更多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我们可在与其他国家共同的体验中寻找和探索“一带一路”的文化传播形态、挖掘历史上的“丝路故事”和“丝路人物”，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升中国话语权。

弱化同一传播，强化差异传播。“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利益需求，决定了此次传播的复杂性、综合性。为此，在“一带一路”对外传播上，我们应摒弃原有笼统的态度，尽可能实现差异化传播、精准化传播。

总之，我们要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理念实施的过程中，多强调共建共享、合作共赢，增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相互信任；增进各方对“一带一路”的规划和一些具体项目的了解，拉近双方民心，从而减少“一带一路”建设障碍。
